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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族学田野 
工作反思 

— — 以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为例 

民族学与人类学同体异名，从西方来说，民族学一般指的是欧陆传 

统，而人类学指的是英美传统。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体上也是遵循了 

这个区分，从学者各自选择的学科称谓上大致可以判断其学术背景。 

之后，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类学因其英美传 

统而逐渐销声匿迹，该学科按照苏联民族学的模式被改造成中国民族 

学，确切地说，苏联民族学是欧陆传统里的俄国民族学改造后的产物， 

中国民族学基本是在苏联民族学的框架里搭建的。①本文拟从田野工 

作的角度考察中国民族学，希望能对全面评价中国民族学有所助益。 

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：从1949年到1966年的改造 

和发展阶段，1978年到1992年的恢复阶段，中间是停顿阶段，乏善可 

陈。恢复阶段的中国民族学主要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重新完善， 

没有本质的进步。第一个阶段中国民族学主要做了两件工作，即民族 

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，可以说，中国民族学1992年以前 

的发展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两个调查的基础上的；因此审视一下这个时 

期的田野工作，对客观评价中国民族学尤为重要。② 

1999年出版的《田野调查实录：民族调查回忆》提供了中国民族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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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当事人的大量回忆，本文将以这本书为基础探讨中国民族学田野调 

查的特点。③ 

首先，民族大调查的产生乃是一项政治行为。如何建立一个现代 

的民族一国家，新中国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，这一设计不同于联 

邦制和加盟共和国制，它的基础是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实行民 

族区域自治(其级别视规模而定，从省、自治州、县到乡不等)，同时在各 

级人大、政协以及政府部门中留下相应比例的位置。政治权力的分配 

和落实首先以民族身份的确定为依据，而当时中国自报的民族有400 

多个，这种情况自然会使得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成本大大提高，民族识 

别的主动权自然要掌握在党和政府手里。所以最先推动民族调查的是 

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需要。 

除了政权建设的原因，社会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对于汉民族 

地区，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判断，那就是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会，而少数民 

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就各不相同，且宗教文化差异很大，移风易俗的 

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方案也要因地制宜，而这一切也有赖于民族调查， 

于是早期的民族识别很快就转而成为更加全面的社会历史状况调查。 

确切地说，就是要确定具体的民族地区处于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 

论④的哪一个阶段，从而为社会改造提供依据。 

其次，五六十年代的民族大调查是由国家民委出面组织，各级党委 

具体指导，因而调查组的面貌完全是政府工作队的状态。福建省少数 

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福建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任组长， 

施联朱、陈国强任副组长，陈国强兼任党团支部书记，调查组在当时的 

中共闽东统战部荆部长的指导下展开调查。革命战争时期的将党组织 

建立到连队的作法，在夺取政权后，就扩大为将党组织渗透到社会的毛 

细组织，全面实现党的领导，像调查组这样的临时组织也不例外。因 

此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也带人调查组。从民族调查队的《工 

作队员十大守则》的内容看，几乎是共产党军队的“--jk作风”的翻 

版。⑤在组织面前，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，詹承绪回忆说：“服从组织分 

配、不计较个人得失，这是当年在民族调查组工作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原 

则。那时候，对组织分配的调查任务，是要当成命令来执行的，叫你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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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时候走就得走，没有讨价还价一说。” 

在这种组织原则下的调查活动里，个人的自由完全受到忽视。各 

调查组刻意压制调查人员的个性，不准个人保留笔记，不准超越统一的 

调查提纲。其目的很明确，调查是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的，哪里容得个 

人在里面搭便车。李干芬回忆说：“调查组规定，为防止个人搞小仓库、 

撰文出书、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，调查的笔记本一律交出，不得私 

留。庆幸的是，这段生活再劳累，我也写下El记，并保留至今，才有根据 

写下此文。”宋兆麟干脆指出：“有的调查组否认调查者的个性和专长， 

一 律按提纲找答案，使创造性受到压抑，连调查人员的笔记本都要上 

交，消极作用很大。”这对有专业意识的人来说，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。 

三同原则从字面看，作为参与式观察方法的一种概括未尝不可，但 

在民族大调查的实践中，这一操作给调查人员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 

害。范宏贵回忆说：“规定调查期间要与群众三同(同吃、 同住、同劳 

动)，每人每天至少收集1000字资料，每年参加劳动要有100个工分， 

每人有一本劳动工分手册，每次劳动后由当地生产队队长签章。”范抱 

怨劳动强度太大，调查任务重，吃不饱。有一次他和另一个人用粮票买 

了1．6斤米，一两酒，一点豆酱，偷偷煮了，居然吃了个精光，至今记忆 

犹新。⑥ 

第三，外在政治因素对民族大调查影响极大。这很好理解，前面我 

们说到，民族大调查本身就是一项政治行为，其组织特点又党团化，更 

加容易受到外界的政治影响。李干芬指出：“1958年秋，民族调查工作 

在全国各省(区)全面铺开的时候，一股强劲的‘突出政治’的极左思潮 

由首都北京向各调查组吹开了，而且吹得特别猛。谁要是在调查中染 

指古代民情风俗的材料，就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思想、脱离政治的大 

帽，搞得人心惶惶。”于是，在具体调查中厚今薄古，建国以后反映社会 

进步、形势喜人的资料应有尽有。武自立回忆他在调查彝族传统文字 

老彝文时遇到的重重阻力。彝族祭司——毕摩懂老彝文，但大跃进以 

来，毕摩们成了破除迷信的对象，受到迫害和监管。武自立到云南禄劝 

县，主管文化的副县长一开始阻挠，后来才勉强同意。武到了皎西区， 

区长十分冷淡地接待了他，并派公安特派员陪同武调查，实际是监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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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。木玉璋的经历就更惨，1958年怒江人民政府制造了“反革命裴霜集 

团”的冤案，牵连许多人。木玉璋等人也被集中看押，非打即骂，受尽羞 

辱。关押期间，他们收集的语言文字资料失散。⑦ 

民族大调查田野工作的特点概括起来说，就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 

的一项肩负明确政治任务的调查活动，组织上是采取调查队分区协作 

的方式，采用统一的调查提纲，调查时间短，调查人员的个人自主性差， 

调查是在既定的政治教条的框架里进行的。 

调查中确实有老一辈受过正规人类学教育的学者参与，而且还是 

指导人，但由于诸多因素，建国初的思想改造使得许多学者纷纷向苏联 

民族学靠拢，以后的反右拔白旗则剥夺了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，一方面 

党培养的又红又专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，于是老专家逐渐 

靠了边，而民族大调查也逐步脱离了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模式。 

林耀华先生作为知名的人类学家，1949年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民族 

学，并加入共产党，可谓是当时旧知识分子洗心革面的代表，但本着深 

厚的专业素养他对民族大调查的田野工作评价甚低，“在中国这种参与 

观察并没有真正实行，尽管50年代曾以三同(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)为口 

号激励过民族学工作者，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，真正的民族学参与 

观察至今仍是纸上谈兵，充其量，我们所做到的‘参与’还停留在局部范 

围、短期阶段上”⑧。这大体上体现了老一辈西式教育出身的人类学家 

对民族大调查的田野工作的评价，也就是说这样的田野工作总体上来 

说是不入门的，达不到相应的学术标准。 

刘锋指出，由于50年代的民族调查是由党和政府组织的，调查者 

的生活和活动都按照调查团的统一安排，进行集团管理，个人活动的余 

地不大。调查手段仅限于访谈和座谈会，调查组事实上游离于调查对 

象之外。在尊重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口号下(还有捉摸不定的政治 

运动的威胁)，调查者大多采取息事宁人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，漠 

视、回避调查对象。 

田野工作本身的节奏也受到外界的政治运动的影响，满都尔图指 

出：“1958年6月召开的调查工作会议，是导致调查工作方针偏向的一 

次会议。这次会议突出阶级斗争，强调民族研究工作中的两条路线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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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争，‘拔白旗，插红旗’，随后又以歌颂‘三面红旗’为主旨，决定在一年 

内完成《中国民族自治地方概况》《各民族简史》《简志》等三套丛书，向 

国庆十周年献礼。为此，各调查组疲于奔命，放弃正常的调查工作，到 

处收集资料。严酷的事实是，国庆十周年时不仅没有献上礼，连一本成 

熟的书稿都没有拿得出来。”⑨ 

反右和大跃进使得民族大调查根本没有一个适当的学术氛围，除 

了这些政治因素以外，新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也不可忽视。当 

时，在所有学科中，历史学受到特别重视，中国历史的研究根据斯大林 

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论进行了改造，即突出阶级斗争历史、尽量按照五 

阶段论重写中国历史，从而论证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。这种实用主 

义史学也波及到民族大调查，在调查中突出阶级斗争、强调民族矛盾的 

实质是阶级矛盾，辨别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，为跨越式的改造运动 

提供依据。 

民族大调查的成果最直接的体现是三套丛书，其质量如何呢?我们 

看看它是怎么完成的。纪大椿回忆新疆调查组在自治区党校借了一层 

宿舍楼，集中工作。“这一阶段的工作相当乏味。天天坐下来讨论书稿， 

一 本接一本，越讨论越觉得可笑。除了史的部分之外，志的部分都是大 

同小异，只要把地名、族名、人名换一换，竟是可以互相通用的。于是又 

回头来讨论民族史和民族志该不该有特色，怎样才能写出特色。讨论 

的结果是调查不够深入，抓不住民族和地方的特点，需要做补充调查。 

而在此之前却又将能反映民族和地方特点的材料斥为‘猎取奇风异 

俗’、资产阶级民族观在学术研究上的表现。我们把握不住这两者之间 

的分寸，左右为难。”@ 

三套丛书品质低下的原因，参与者李干芬说，当时他们加班加点在 

国庆前赶写出壮、瑶、仫佬、毛难四个民族的简史简志初稿，敲锣打鼓向 

自治区人民政府报喜。“但是这些丛书初稿到底有多大价值?现在回过 

头来看看，从《壮族简史》于80年代初交付出版时，经过九次修改补充 

才勉强付印来看，可知当时为抢时间而粗制滥造写成的初稿，质量是很 

低下的。造成这个原因，归结起来，主要有三点：一是一部民族简史，时 

间跨度长，材料缺乏，学术性强，怎么也不能用突击任务来完成；二是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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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系统研究为基础，民族源流、社会发展、阶级斗争、意识形态等内容根 

本没有研究，就匆忙编写书稿，势必落得个空洞无物、粗制滥造、肤浅皮 

毛的结果；三是没有发挥专家教授的作用。记得我们在编写大忙期间， 

没有老专家教授参与。杨成志、汪明踽两位正副教授在农场养鸭，刘 

介、唐兆民、石仲健三位老专家教授也靠边站。编几册简史简志丛书初 

稿，光靠一批年轻的学者凭热情去完成，质量不高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 

的事。”⑩ 

这样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费孝通指出，三套丛书的编写精力都 

放在“紧跟上”，脱离了实地调查，“偏离正道了”。而作为三套丛书的买 

家，邓力群也表达了党和政府对民族大调查成果的不满意，说到底都是 

千人一面，“这样的书谁看?恐怕谁也不看”@。于是又有了民族问题五 

套丛书，基本上是以民族大调查为基础积累的资料回炉再造，实质上否 

定了三套丛书的存在意义。 

要言之，中国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特点从民族大调查就能反映出几 

个关键问题。首先是田野工作不符合现代人类学的标准。行政化的团 

队组织使得调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行为，调查者本身的身份也存在一 

定的模糊性 被调查对象分不清调查队和工作队的区别，而调查队有时 

候兼负了工作队的职责，一边做调查，一边参与执行一些政策。事实 

上，由于建国后国家的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，出现了一种“干部”编制的 

阶层，而知识分子尽管遭受到各种政治歧视，但编制上大多数都还是 

“干部”，至今下去做调查，仍然被农民看成是(行政)上边来的人。其 

次，调查技术上采用的是毛泽东式的调查方法，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调 

查技术，收集的资料很难在学术意义上使用。第三，调查者本身的素 

质，除了我们知道的老专家靠边站，新中国培养的速成人才在知识结构 

上存在着巨大缺陷，一开始接受的是苏联的民族学，随着中苏翻脸，转 

而孕育出一种比苏联民族学还要僵化的教条模式，摩尔根、恩格斯、斯 

大林成了惟一的理论来源。第四，在编写民族志时，采取的是集中讨 

论、分头撰写和汇总的方式，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，这种集体写作 

的方式一方面压抑了研究者个人的思想，同时更便于贯彻僵化教条的 

社会发展史模式，对于研究者这是寻找某种安全感的办法，而对领导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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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言则满足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。 

结果造成了中国民族学研究视野狭窄、趣味单调、理论层次低下的 

局面。从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《民族学研究》系列 

来看，中国民族学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模式的延续，选题 

局限在讨论民族起源、发展阶段(社会性质)、摩尔根一恩格斯的家庭和 

婚姻制度、民族政策研究等问题上，学术语言基本上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

的一套术语，征引的理论依据也主要是摩尔根、恩格斯和斯大林三人， 

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动态不甚了了，态度上还停留在姓社姓资的 

取舍上。徐杰舜指出：“无须讳言，我们这一代民族学者是在苏联斯大 

林的民族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，我个人的研究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 

论的影响很深，这在我撰写的《汉民族发展史略》和《从原始群到民族》 

以及《中国民族史新编》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。这种受斯大林民族理 

论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刻板性，人们不是从 

社会实际中去提炼、概括和升华理论，而是把民族学当作一个公式去套 

用。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上特别突出，所以尽管关于民族问 

题的理论有近20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，但除了体例上的不同外，大多 

是你抄我，我抄你，都是一样的‘麻子哥’。所以90年代以后，民族问题 

理论的发展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，很难进行创新了。”这里，徐杰舜再 

次点明了中国民族学的两大要害，一是缺乏规范的田野工作，二是理论 

匮乏，仅有一些僵化的理论教条。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自上个世纪90 

年代，中国人类学界发生的巨大的变化，一方面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 

将西方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成果引进，另一方面是国内的中国民族学开 

始向国际学术规范靠拢。 

注释： 

①岑家梧：《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》，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。 

②顾定国著，胡鸿保等译：《中国人类学逸史——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》，社 

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。 

③都时远主编：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。 

④林耀华：《林耀华学述>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。 

⑤刘锋：《民族调查通论》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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⑥乔健主编：《社会学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》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98年版。 

⑦施宣圆：《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——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>， 

《文汇报》l999年l0月30日第8版。 

⑧王建民、张海洋、胡鸿保：《中国民族学史·下卷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 

⑨王铭铭：《汉学人类学一西学“中国化”的历史问题》，《王铭铭自选集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 

版社2000年版．第l一39页。 

⑩汪宁生：《文化人类学调查——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》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。 

⑩吴文藻：《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文集》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。 

⑩吴泽霖：《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》，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。 

⑩谢燕清：《马林诺夫斯基与现代人类学工作方式》，《民俗研究)2001年第l期，第l32一 

l43页。 

⑩杨垄：《杨垄民族研究文集》，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。 

⑩中国民族学会缟：《民族学研究》(第三辑)民族出版社l982年版。 

⑩中国民族学会缟：《民族学研究>(第四辑)民族出版社l982年版。 

⑩中国民族学会缟：《民族学研究》(第五辑)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。 

⑩中国民族学会缟：《民族学研究》(第七辑)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。 

⑩中国民族学会缟：《民族学研究》(第八辑)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。 

①王建民等：《中国民族学史·下卷》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7一l05页。 

⑨l953年到l956年开展民族识别工作，1956年到1964年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， 

这两次调查在时间上前后接续。又被笼统地称为民族大调查．1964年后．国家的政治形势越来 

越动荡，正常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；所以民族大调查几乎是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的全部。 

②中国民族学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，学界的构成人员有点复杂。准确地说，属于 

中国民族学的那批人是在l949年以后在新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在民族大调查中成长 

起来的学者，这批学者的地位和成就与民族大调查是紧密联系的。1949年以前的民族学者分 

成两大类：一类是从延安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他们代表党来接受和改造人类学，自然也属于 

中国民族学；另一类国统区的知识分子．他们大多敷在西方拿的博士学位，受过比较完整的西 

式教育，接受的是西方的学术标准．西方人类学的各个流派在中国都有其传承人物。这些西式 

的知识分子大体上确立了其学术地位，尽管l949年以后其学术成就受到否定和批判，但在 

1992年以后的学术转型中．他们1949年以前的成就仍然奠定了他们在中国人类学史上的地 

位。而中国民族学的经历对他们而言，更多的是学术的荒废和屈辱的回忆。所以，在面对1992 

年以后的学术转型构成的对中国民族学的评价上，不同的人心态是不一样的。 

@这五阶段分别是原始社会、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 

会。应该说，这里的社会类型乃是一种理想类型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就是半殖民 

地、半封建社会，处在一种介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某种状态。 

③“①服从上级领导，坚决执行政策，严格组织纪律，团结互助，克服困难，完成任务。②发 

扬民主作风．反对自由主义．开展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。③努力学习民族语言与各民族人民 



交朋友，要善于发现和培养各民族优秀干部。④遇事反复协商，征得上级同意、群众拥护就积 

极认真去做。⑤只做各族广大人民欢迎的好事，不做群众不欢迎的事。⑥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 

和宗教信仰。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借物要还，损物要赔。⑧买东西一定要公平，不占便宜；不 

强迫群众使用人民币；未经上级批准，不许随便买外国货。⑨不贪污、不浪费、不敲诈、不打人 

骂人，不调戏妇女。⑩多请示汇报，严格保密制度。”见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》，第 

67—_68页。 

⑤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》，第37、241、578、234页。 

③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》，第229、170页。 

⑤林耀华主编：《民族学通论》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47页，转引自刘锋： 

《民族调查通论》。第92页。 · 

@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》，第558—559页。 

@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·re)，第506页。 

④《田野调查实录——民族调查回忆>，第23l页。 

⑤费孝通：《关于编写(民族自治地方概况)的一些意见>，1980年l1月28日，“民族问题 

五种丛书”工作会议。邓力群：《科学大厦的基石>。《光明日报)1980年7月9日第3版。转引自 

《中国民族学史·下卷》，第202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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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谢燕清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、博士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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